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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劳动密集型企业女工职业紧张、 职业倦怠和抑郁症状的关系。 方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
选取广东省佛山市 ５ 家劳动密集型企业的 ６６５ 名女工作为研究对象， 应用工作付出⁃回报失衡紧张量表、 职业倦怠通

用量表、 患者健康问卷对其职业紧张、 职业倦怠和抑郁症状水平进行调查。 结果　 女工付出⁃回报失衡 （ＥＲＩ） 指数中

位数 （Ｍ） 为 ０􀆰 ８０， ＥＲＩ 模式高职业紧张检出率为 ２８􀆰 ６％； 职业倦怠、 抑郁症状得分 Ｍ 分别为 ３５􀆰 ０ 和 ８􀆰 ０ 分， 职业

倦怠感检出率为 ７􀆰 ４％， 抑郁症状检出率为 ３２􀆰 ８％。 偏相关分析显示， 女工职业倦怠得分与职业紧张的付出、 内在投

入维度以及抑郁症状得分均呈正相关 （Ｐ＜０􀆰 ０５）， 与职业紧张的回报维度得分呈负相关 （Ｐ＜０􀆰 ０１）。 职业紧张和职业

倦怠对抑郁症状变化解释量分别为 ７􀆰 ４％和 ７􀆰 ７％。 结论　 劳动密集型企业女工职业倦怠在职业紧张和抑郁症状之间具

有某些中介作用， 降低其职业紧张与职业倦怠水平有助于缓解抑郁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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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调整， 劳动

力市场呈现供给与需求结构性失衡， “用工荒” 和

机械、 重复性的工作方式给劳动密集型企业女工带

来了巨大的职业压力， 也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

担［１，２］ 。 近年来， 劳动密集型企业女工的心理健康

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３⁃５］ 。 有研究显示， 职业紧张

与职业倦怠、 抑郁症状均存在相关性［６，７］ ； 但三者

间关系的研究较为少见。 本研究拟对劳动密集型企

业女工职业紧张、 职业倦怠和抑郁症状关系进行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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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为制定该人群心理干预措施、 提高心理健康水

平提供参考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 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选取广东省佛山市 ５ 家劳动密集型企业 （电子制造

企业 ２ 家、 铝制品制造企业 ３ 家） 女工作为研究对

象。 纳入标准： （１）年龄≥１８ 岁； （２）本岗位工作时

间≥６ 个月； （３）健康， 无严重基础性疾病史 （如严

重过敏史、 精神病史等）。 排除标准： （１）近期有服

用精神类药物或有精神类疾病史者； （２）长期病假或

有离职意愿者。 研究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 ２　 方法

１􀆰 ２􀆰 １　 基本情况调查　 采用自行设计的基本情况调

查问卷对研究对象的年龄、 婚姻状况、 文化程度、 月

均收入、 作业方式、 目前岗位工龄和周均工作时间等

进行调查。
１􀆰 ２􀆰 ２　 职业紧张调查　 采用 Ｓｉｅｇｒｉｓｔ［８］研发的工作付

出⁃回报失衡 （ ｅｆｆｏｒｔ⁃ｒｅｗａｒｄ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ＥＲＩ） 紧张量

表进行测评。 该量表包括付出 （６ 个条目）、 回报

（１１ 个条目） 和内在投入 （５ 个条目） ３ 个维度， 共

２２ 个条目。 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级赋值法， 分别记为 １􀆰 ０ ～
５􀆰 ０ 分， 得分越高表示职业紧张程度越高。 ＥＲＩ 指数

＝付出 ／ （回报×６ ／ １１）， ＥＲＩ 指数＞１􀆰 ００ 判定为高职

业紧张。 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为 ０􀆰 ９１９， 各维

度 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 数 分 别 为 ０􀆰 ７１９、 ０􀆰 ９０９
和 ０􀆰 ８２６。
１􀆰 ２􀆰 ３　 职业倦怠调查 　 采用 Ｍａｓｌａｃｈ 等［９］ 编制的职

业倦怠通用量表 （ ｍａｓｌａｃｈ ｂｕｒｎｏｕｔ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ＭＢＥＧＳ） 进行测评。 该量表中文版已得到国

内学者的验证， 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１０，１１］。 该量

表共 １６ 个条目， 每个条目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７ 级赋值法， 分

别记为 ０ ～ ６􀆰 ０ 分。 问卷包含情绪耗竭、 人格解体和

个体成就感 ３ 个维度， 各维度得分为其对应条目得分

总和的平均数， 前 ２ 个维度采用正向计分法， 得分越

高表示职业倦怠程度越高； 后 １ 个维度采用反向计分

法， 得分越低表示职业倦怠程度越高。 职业倦怠综合

得分＝ ［０􀆰 ４×情绪耗竭得分＋０􀆰 ３×人格解体得分＋０􀆰 ３
× （６－个体成就感得分） ］。 职业倦怠综合得分＜１􀆰 ５
判定为无职业倦怠， 得分 １􀆰 ５～ ＜３􀆰 ５ 判定为疑似职业

倦怠， 得分≥３􀆰 ５ 判定为有职业倦怠。 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为 ０􀆰 ８６０， 各维度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分

别为 ０􀆰 ９１４、 ０􀆰 ８１４ 和 ０􀆰 ８９９。
１􀆰 ２􀆰 ４　 抑郁症状调查　 采用由 Ｋｒｏｅｎｋｅ 等［１２］ 编制的

患者健康问卷进行评估。 该问卷共分 ２ 个部分， 第 １
部分有 ９ 个条目， 即 ９ 个抑郁症状组成； 第 ２ 部分 １
个条目， 调查其社会功能受损情况， 作为调节变量。
根据过去 ２ 周内出现症状频率进行评定： 即 “从来

没有”、 “偶尔”、 “一半以上”、 “一直如此”， 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４ 级赋值法， 分别记为 ０ ～ ３􀆰 ０ 分， 得分越高表

示抑郁症状程度越严重。 以总分≥１０􀆰 ０ 为有抑郁症

状。 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为 ０􀆰 ８０２。
１􀆰 ３　 质量控制　 与被调查企业取得联系并得到积极

配合。 在正式调查前， 进行小范围预调查。 由经过统

一培训的调查员向研究对象介绍调查目的、 意义及问

卷填写的具体要求与注意事项。 调查员统一发放问

卷， 现场集中填写并当场收卷。 收回问卷后及时核查

问卷质量， 针对问卷缺漏项、 逻辑矛盾、 问卷内容呈

规律性作答等质量问题进行审核， 对不合格的问卷进

行二次调查。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 １ 软件双录入建立数据

库， 专人核查， 剔除遗漏条目数超过总条目数 １０％
的问卷。
１􀆰 ４　 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１􀆰 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经正态性检验符合正态分布者， 以ｘ± ｓ 描

述。 计量资料经正态性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者， 以中

位数 （Ｍ） 和第 ２５、 ７５ 百分位数 （Ｐ２５， Ｐ７５） 描述；
两组组间 Ｍ 比较采用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检验， 多组组

间 Ｍ 比较采用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Ｈ 检验。 职业紧张各维

度、 职业倦怠和抑郁症状的相关性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

关分析； 抑郁症状的中介效应检验采用逐步回归分析

法［１３］。 检验水准 α＝ ０􀆰 ０５ （双侧）。

２　 结　 果

２􀆰 １　 基本情况　 共发放问卷 ７５０ 份， 回收有效问卷

６６５ 份， 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８８􀆰 ７％。 ６６５ 名女工年龄

为 １８􀆰 ０ ～ ５６􀆰 ０ （ ３４􀆰 ６ ± ８􀆰 ５） 岁， 目前岗位工龄 Ｍ
（Ｐ２５， Ｐ７５） 为 ２􀆰 ０ （１􀆰 ０， ６􀆰 ０） 年。 不同人口学特

征分布情况见表 １。
２􀆰 ２　 职业紧张、 职业倦怠和抑郁症状情况　 女工职

业紧张付出、 回报、 内在投入维度得分 Ｍ （ Ｐ２５，
Ｐ７５） 分别为 ２􀆰 ８ （ ２􀆰 ５， ３􀆰 ３ ）、 ３􀆰 ６ （ ３􀆰 ０， ３􀆰 ９ ）、
２􀆰 ４ （２􀆰 ０， ３􀆰 ０ ） 分， ＥＲＩ 指数 Ｍ （ Ｐ２５， Ｐ７５ ） 为

０􀆰 ８０ （０􀆰 ６４， １􀆰 ０６）； 检出 ＥＲＩ 模式高职业紧张 １９０
人， 检出率为 ２８􀆰 ６％。 职业倦怠得分 Ｍ （Ｐ２５， Ｐ７５）
为 ３５􀆰 ０ （２３􀆰 ０， ４５􀆰 ０） 分， 情绪耗竭、 人格解体、
个体成就感维度得分 Ｍ （ Ｐ２５， Ｐ７５ ） 分别为 １􀆰 ２
（０􀆰 ４， ２􀆰 ６ ）、 １􀆰 ０ （ ０􀆰 ４， ２􀆰 ０ ）、 ３􀆰 ３ （ １􀆰 ７， ４􀆰 ８ ）
分； 检出疑似职业倦怠者 ３８０ 人， 检出率为 ５７􀆰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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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职业倦怠感 ４９ 人， 检出率为 ７􀆰 ４％。 抑郁症状得分

Ｍ （Ｐ２５， Ｐ７５） 为 ８􀆰 ０ （６􀆰 ０， １０􀆰 ０） 分； 检出有抑郁

症状者 ２１８ 人， 检出率为 ３２􀆰 ８％。 不同人口学特征女

工职业紧张、 职业倦怠和抑郁症状得分情况见表 １。

表 １　 不同人口学特征女工职业紧张、 职业倦怠、 抑郁症状得分情况 ［Ｍ （Ｐ２５， Ｐ７５） ］

人口学特征 人数
构成比

（％）

职业紧张 职业倦怠 抑郁症状

ＥＲＩ 指数 Ｚ ／ Ｈ 值 Ｐ 值 得分 Ｚ ／ Ｈ 值 Ｐ 值 得分 Ｚ ／ Ｈ 值 Ｐ 值

年龄 （岁） ３􀆰 ２９７ ０􀆰 ３４８ ６􀆰 １８６ ０􀆰 １０３ ２０􀆰 ７４３ ＜０􀆰 ００１

　 ＜２５ ９５ １４􀆰 ３ ０􀆰 ８１ （０􀆰 ６７， １􀆰 ０３） ４０􀆰 ０ （２４􀆰 ０， ５０􀆰 ０） ９􀆰 ０ （７􀆰 ０， １１􀆰 ０）

　 ２５～ ＜３５ ２４３ ３６􀆰 ５ ０􀆰 ７９ （０􀆰 ６２， １􀆰 １０） ３４􀆰 ０ （２６􀆰 ０， ４７􀆰 ０） ８􀆰 ０ （６􀆰 ０， １０􀆰 ０） ｋ

　 ３５ ～ ＜４５ ２２８ ３４􀆰 ３ ０􀆰 ７８ （０􀆰 ６４， １􀆰 ０１） ３４􀆰 ０ （２２􀆰 ０， ４２􀆰 ０） ８􀆰 ０ （５􀆰 ０， １０􀆰 ０） ｋ

　 ≥４５ ９９ １４􀆰 ９ ０􀆰 ８７ （０􀆰 ６９， １􀆰 １５） ３６􀆰 ０ （１６􀆰 ０， ４４􀆰 ０） ９􀆰 ０ （６􀆰 ０， １１􀆰 ０）

婚姻状况 １􀆰 ５１９ ０􀆰 ４６８ ２􀆰 ３９５ ０􀆰 ３０２ ６􀆰 ７１４ ０􀆰 ０３５

　 单身∗ １１７ １７􀆰 ６ ０􀆰 ７８ （０􀆰 ６３， １􀆰 ０３） ３７􀆰 ０ （２６􀆰 ０， ４８􀆰 ５） ９􀆰 ０ （７􀆰 ０， １１􀆰 ０）

　 已婚同居 ５０８ ７６􀆰 ４ ０􀆰 ８０ （０􀆰 ６４， １􀆰 ０９） ３５􀆰 ０ （２３􀆰 ０， ４４􀆰 ０） ８􀆰 ０ （６􀆰 ０， １０􀆰 ０） ｌ

　 已婚分居 ４０ ６􀆰 ０ ０􀆰 ８３ （０􀆰 ７０， ０􀆰 ９６） ３５􀆰 ５ （１８􀆰 ０， ４４􀆰 ８） ７􀆰 ０ （６􀆰 ０， １０􀆰 ０）

文化程度 ２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１ ４􀆰 ３２６ ０􀆰 １１５ ２３􀆰 ０５４ ＜０􀆰 ００１

　 初中及以下 ３８５ ５７􀆰 ９ ０􀆰 ７７ （０􀆰 ６３， ０􀆰 ９９） ３５􀆰 ０ （２４􀆰 ０， ４４􀆰 ０） ８􀆰 ０ （５􀆰 ０， １０􀆰 ０）

　 高中或中专 １９９ ２９􀆰 ９ ０􀆰 ８９ （０􀆰 ６９， １􀆰 ２７） ａ ３５􀆰 ０ （１９􀆰 ０， ４５􀆰 ０） ９􀆰 ０ （７􀆰 ０， １１􀆰 ０）

　 大专及以上 ８１ １２􀆰 ２ ０􀆰 ８０ （０􀆰 ６２， １􀆰 １３） ａｂ ４０􀆰 ０ （２５􀆰 ５， ４８􀆰 ５） ９􀆰 ０ （６􀆰 ０， １１􀆰 ０）

月均收入 （元） ８５􀆰 ０６５ ＜０􀆰 ００１ ２􀆰 １５７ ０􀆰 ３４０ ２３􀆰 ５２６ ＜０􀆰 ００１

　 ＜３ ０００ １４２ ２１􀆰 ４ ０􀆰 ７０ （０􀆰 ５８， ０􀆰 ８７） ３０􀆰 ０ （２２􀆰 ８， ４３􀆰 ０） ７􀆰 ０ （５􀆰 ０， ９􀆰 ０）

　 ３ ０００～ ＜５ ０００ ３５２ ５２􀆰 ９ ０􀆰 ７８ （０􀆰 ６３， １􀆰 ０１） ｃ ３６􀆰 ０ （２４􀆰 ０， ４４􀆰 ０） ８􀆰 ０ （６􀆰 ０， １０􀆰 ０） ｃ

　 ≥５ ０００ １７１ ２５􀆰 ７ １􀆰 ０１ （０􀆰 ８１， １􀆰 ３２） ｃｄ ３７􀆰 ０ （２２􀆰 ０， ４９􀆰 ０） １０􀆰 ０ （６􀆰 ０， １１􀆰 ０） ｃｄ

作业方式 －４􀆰 ０３２ ＜０􀆰 ００１ －０􀆰 ７９４ ０􀆰 ４２７ －０􀆰 ９４０ ０􀆰 ３４７

　 流水线 ５１３ ７７􀆰 １ ０􀆰 ８３ （０􀆰 ６７， １􀆰 １１） ３６􀆰 ０ （２３􀆰 ０， ４５􀆰 ０） ８􀆰 ０ （６􀆰 ０， １０􀆰 ０）

　 非流水线 １５２ ２２􀆰 ９ ０􀆰 ７３ （０􀆰 ６０， ０􀆰 ９１） ３３􀆰 ５ （２３􀆰 ３， ４３􀆰 ０） ８􀆰 ０ （５􀆰 ０， １０􀆰 ０）

目前岗位工龄 （年） ３８􀆰 ６４１ ＜０􀆰 ００１ ３􀆰 １９２ ０􀆰 ３６３ ３１􀆰 １０５ ＜０􀆰 ００１

　 ＜１ ９９ １４􀆰 ９ ０􀆰 ７２ （０􀆰 ５８， ０􀆰 ８２） ３６􀆰 ０ （２７􀆰 ０， ５０􀆰 ０） ８􀆰 ０ （５􀆰 ０， １０􀆰 ０）

　 １～ ＜５ ３４３ ５１􀆰 ６ ０􀆰 ８７ （０􀆰 ６９， １􀆰 ２０） ｅ ３６􀆰 ０ （２１􀆰 ０， ４６􀆰 ０） ９􀆰 ０ （６􀆰 ０， １１􀆰 ０） ｅ

　 ５～ ＜１０ １３０ １９􀆰 ５ ０􀆰 ７９ （０􀆰 ６３， １􀆰 ０２） ｆ ３５􀆰 ０ （２３􀆰 ８， ４３􀆰 ０） ８􀆰 ０ （５􀆰 ０， ９􀆰 ０） ｆ

　 ≥１０ ９３ １４􀆰 ０ ０􀆰 ７５ （０􀆰 ５８， ０􀆰 ９６） ｆ ３５􀆰 ０ （２３􀆰 ０， ４１􀆰 ５） ８􀆰 ０ （６􀆰 ０， ９􀆰 ０） ｆ

周均工作时间 （ｈ） １４􀆰 ５１０ ０􀆰 ００２ １４􀆰 ２７９ ０􀆰 ００３ １１􀆰 １２０ ０􀆰 ０１１

　 ≤４０ ８２ １２􀆰 ３ ０􀆰 ７０ （０􀆰 ５７， ０􀆰 ９０） ３５􀆰 ５ （２５􀆰 ５， ４２􀆰 ３） ７􀆰 ５ （４􀆰 ８， ９􀆰 ０）

　 ＞４０～５０ ２２４ ３３􀆰 ７ ０􀆰 ７８ （０􀆰 ６３， １􀆰 １６） ３７􀆰 ０ （２４􀆰 ０， ４７􀆰 ０） ９􀆰 ０ （６􀆰 ０， １０􀆰 ０） ｇ

　 ＞５０～６０ １５９ ２３􀆰 ９ ０􀆰 ８２ （０􀆰 ６４， １􀆰 １１） ｇ ３０􀆰 ０ （１６􀆰 ０， ４１􀆰 ０） ｉ ９􀆰 ０ （６􀆰 ０， １１􀆰 ０） ｇ

　 ＞６０ ２００ ３０􀆰 １ ０􀆰 ８３ （０􀆰 ７１， １􀆰 ０３） ｈ ３６􀆰 ０ （２７􀆰 ３， ４９􀆰 ８） ｊ ８􀆰 ０ （５􀆰 ０， １０􀆰 ０）

轮班 －９􀆰 ２２８ ＜０􀆰 ００１ ０􀆰 ８７８ ０􀆰 ３８０ －６􀆰 １２７ ＜０􀆰 ００１

　 否 ４５７ ６８􀆰 ７ ０􀆰 ７４ （０􀆰 ６１， ０􀆰 ９２） ３５􀆰 ０ （２４􀆰 ０， ４５􀆰 ０） ８􀆰 ０ （５􀆰 ０， ９􀆰 ０）

　 是 ２０８ ３１􀆰 ３ １􀆰 ００ （０􀆰 ８０， １􀆰 ２８） ３６􀆰 ５ （１６􀆰 ０， ４５􀆰 ０） １０􀆰 ０ （７􀆰 ０， １１􀆰 ０）

户籍 ０􀆰 ３６４ ０􀆰 ７１６ －０􀆰 ９８３ ０􀆰 ３２６ ０􀆰 ６４１ ０􀆰 ５２２

　 本地 １１９ １７􀆰 ９ ０􀆰 ８１ （０􀆰 ５８， １􀆰 １４） ３６􀆰 ０ （２６􀆰 ０， ４４􀆰 ０） ８􀆰 ０ （５􀆰 ０， １０􀆰 ０）

　 非本地 ５４６ ８２􀆰 １ ０􀆰 ８０ （０􀆰 ６４， １􀆰 ０５） ３５􀆰 ０ （２２􀆰 ０， ４５􀆰 ０） ８􀆰 ０ （６􀆰 ０， １０􀆰 ０）

　 　 注： ａ， 与初中及以下组比较， Ｐ＜０􀆰 ０１； ｂ， 与高中或中专组比较， Ｐ＜０􀆰 ０１； ｃ， 与月均收入＜３ ０００ 元组比较， Ｐ＜０􀆰 ０５； ｄ， 与月均收入 ３ ０００～ ＜５ ０００ 元组比较，
Ｐ＜０􀆰 ０１； ｅ， 与目前岗位工龄＜１ 年组比较， Ｐ＜０􀆰 ０１； ｆ， 与目前岗位工龄 １～ ＜５ 年组比较， Ｐ＜０􀆰 ０１； ｇ， 与周均工作时间≤４０ ｈ 组比较， Ｐ＜０􀆰 ０５； ｈ ， 与周均工作时

间≤４０ ｈ 组比较， Ｐ＜０􀆰 ０１； ｉ， 与周均工作时间＞４０～５０ ｈ 组比较， Ｐ＜０􀆰 ０５； ｊ， 与周均工作时间＞５０ ～ ６０ ｈ 组比较， Ｐ＜０􀆰 ０１； ｋ， 与年龄＜２５ 岁组比较， Ｐ＜０􀆰 ０１； ｌ，
与单身比较， Ｐ＜０􀆰 ０１。 ∗， 包括离异 ９ 人、 丧偶 ２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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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职业紧张、 职业倦怠与抑郁症状的相关分析　
女工职业倦怠得分与职业紧张的付出、 内在投入维度

以及抑郁症状得分均呈正相关 ［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系数

（ ｒＳ） 分别为 ０􀆰 １３１、 ０􀆰 ０９３、 ０􀆰 ０８４， Ｐ＜０􀆰 ０５］； 女工

抑郁症状得分与职业紧张的付出、 内在投入维度得分

均呈正相关 （ ｒＳ分别为 ０􀆰 １７７、 ０􀆰 ３４５， Ｐ＜０􀆰 ０１）， 与

职业紧张的回报维度得分呈负相关 （ ｒＳ ＝ －０􀆰 ３７７， Ｐ＜
０􀆰 ０１）。
２􀆰 ４　 职业紧张和职业倦怠对抑郁症状预测作用的多

元分层回归分析　 女工职业紧张和职业倦怠对抑郁症

状的影响检验分 ３ 步： 第 １ 步， 将人口学特征 （年
龄、 婚姻状况和文化程度等） 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方

程， 结果显示， 人口学特征对抑郁症状的影响有统计

学意义 （Ｐ＜０􀆰 ０１）。 第 ２ 步， 将职业紧张 ３ 个维度纳

入方程， 结果显示， 其对女工抑郁症状的主效应有统

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１）， 且对抑郁症状的解释量增加了

７􀆰 ４％。 第 ３ 步， 将职业倦怠 ３ 个变量纳入方程， 结

果显示， 职业紧张、 职业倦怠对抑郁症状的预测作用

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１）， 且对抑郁症状的变异量

解释增加了 ７􀆰 ７％。 说明职业倦怠在职业紧张对抑郁

症状的关系中具有某些中介作用， 即女工职业紧张既

可以直接预测抑郁症状， 也可以通过职业倦怠间接作

用于抑郁症状。 见表 ２。

表 ２　 女工职业紧张、 职业倦怠对抑郁症状回归分析

变量　 　 　 　
第 １ 步 第 ２ 步 第 ３ 步

偏回归系数 ｔ 值 Ｐ 值 偏回归系数 ｔ 值 Ｐ 值 偏回归系数 ｔ 值 Ｐ 值

人口学特征

　 年龄 －０􀆰 ００１ －０􀆰 ０５８ ０􀆰 ９５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６３ ０􀆰 ９５０ ０􀆰 ０１５ ０􀆰 ７４３ ０􀆰 ４５８

　 婚姻状况 －０􀆰 ０４６ －１􀆰 １４３ ０􀆰 ２５４ －０􀆰 ０４９ －１􀆰 ２８９ ０􀆰 １９８ －０􀆰 ０１９ －０􀆰 ５２２ ０􀆰 ６０２

　 文化程度 ０􀆰 ０２２ ０􀆰 ７０９ ０􀆰 ４７８ ０􀆰 ０１２ ０􀆰 ３８５ ０􀆰 ７０１ ０􀆰 ０１４ ０􀆰 ４７５ ０􀆰 ６３５

　 月均收入 ０􀆰 ０９８ ３􀆰 ０３８ ０􀆰 ００２ ０􀆰 ０５９ １􀆰 ８５６ ０􀆰 ０６４ ０􀆰 ０６８ ２􀆰 ２５４ ０􀆰 ０２５

　 作业方式 －０􀆰 ０３５ －０􀆰 ７６４ ０􀆰 ４４５ －０􀆰 ０５５ －１􀆰 ２５７ ０􀆰 ２０９ －０􀆰 ０５２ －１􀆰 ２４２ ０􀆰 ２１５

　 目前岗位工龄 －０􀆰 ０５１ －２􀆰 ３９５ ０􀆰 ０１７ －０􀆰 ０５９ －２􀆰 ９０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４９ －２􀆰 ４９９ ０􀆰 ０１３

　 周均工作时间 －０􀆰 ０２２ －１􀆰 １９７ ０􀆰 ２３２ －０􀆰 ０１８ －０􀆰 ９６１ ０􀆰 ３３７ －０􀆰 ０４３ －２􀆰 ４０７ ０􀆰 ０１６

　 轮班 ０􀆰 ２４０ ５􀆰 ４６７ ＜０􀆰 ００１ ０􀆰 １７４ ３􀆰 ９９７ ＜０􀆰 ００１ ０􀆰 １８１ ４􀆰 ３５２ ＜０􀆰 ００１

　 户籍 －０􀆰 ０６８ －１􀆰 ４３４ ０􀆰 １５２ －０􀆰 ０６５ －１􀆰 ４３３ ０􀆰 １５２ －０􀆰 ０８７ －２􀆰 ００１ ０􀆰 ０４６

职业紧张

　 付出 — — — －０􀆰 ０３５ －１􀆰 ００８ ０􀆰 ３１４ －０􀆰 ０１７ －０􀆰 ５０４ ０􀆰 ６１４

　 回报 — — — －０􀆰 １２９ －３􀆰 ７４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３９ －１􀆰 １２２ ０􀆰 ２６２

　 内在投入 — — — ０􀆰 １１１ ３􀆰 ４２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７７ ２􀆰 ４６２ ０􀆰 ０１４

职业倦怠

　 情绪耗竭 — — — — — — ０􀆰 ０３２ １􀆰 ９２４ ０􀆰 ０５５

　 人格解体 — — — — — — ０􀆰 ０６８ ３􀆰 ４２１ ０􀆰 ００１

　 个体成就感 — — — — — — －０􀆰 ０５０ －５􀆰 ３６４ ＜０􀆰 ００１

Ｆ 值 １０􀆰 ３１８ａ １３􀆰 ４１０ａ １６􀆰 ３９６ａ

决定系数 （Ｒ２） ０􀆰 １２４ ０􀆰 １９８ ０􀆰 ２７５

调整 Ｒ２ ０􀆰 １１２ ０􀆰 １８３ ０􀆰 ２５８

　 　 注： ａ， Ｐ＜０􀆰 ０１。 因变量有抑郁症状赋值， 否＝ ０， 是＝ １。 自变量赋值： 年龄＜２５ 岁＝ １， ２５～ ＜３５ 岁＝ ２， ３５～ ＜４５ 岁＝ ３， ≥４５ 岁＝ ４； 婚姻状

况： 单身＝ １， 已婚同居＝ ２， 已婚分居＝ ３；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１， 高中或中专＝ ２， 大学专科及以上＝ ３； 月均收入： ＜３ ０００ 元＝ １， ３ ０００～ ＜
５ ０００ 元＝ ２， ≥５ ０００ 元＝ ３； 作业方式： 非流水线＝ ０， 流水线＝ １； 目前岗位工龄： ＜１ 年＝ １， １～ ＜５ 年＝ ２， ５～ ＜１０ 年＝ ３， ≥１０年 ＝ ４； 周均工作

时间： ≤４０ ｈ＝ １， ＞４０～５０ ｈ＝ ２， ＞５０～６０ ｈ ＝ ３， ≥６０ ｈ＝ ４； 轮班： 否＝ ０， 是＝ １； 户籍： 非本地＝ ０， 本地＝ １； 职业紧张、 职业倦怠各维度得分

为连续变量， 未赋值。 “—” 表示无此项数据。

３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 女工的 ＥＲＩ 模式高职业紧张

检出率为 ２８􀆰 ６％， 高于刘文慧等［１４］ 的调查结果

（１９􀆰 ４％）； 有职业倦怠感的女工仅有 ７􀆰 ４％， 疑似职

业倦怠者检出率高达 ５７􀆰 １％； 抑郁症状检出率

３２􀆰 ８％， 高于采用相同评估工具的王瑾等［１５］ 对电子

制 造 服 务 业 流 水 线 员 工 的 抑 郁 症 状 调 查 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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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０％）。 表明女工的心理健康水平不容乐观。 一

方面可能与其所从事的工作大多为重复、 单一且缺乏

创造性有关； 另一方面可能是女工文化水平相对较

低， 应对资源能力普遍较差， 加之近年劳动力短缺，
使女工承受了更大的工作压力［１，１６］。

本研究结果显示， 文化程度高中或中专组职业紧

张水平高于初中及以下和大专及以上组， 其原因可能

是初中及以下组女工受文化程度所限， 自我要求相对

较低； 大专及以上组女工往往承担重要的工作角色，
其职业卫生知识和职业防护技能相对较高； 高中或中

专组女工虽积累了相应的技能和技术， 但职业生涯存

在瓶颈， 因此更容易产生职业紧张。 收入越高者职业

紧张水平越高， 这可能与高收入者往往是企业的管理

者或技术骨干， 所担负的工作任务更重有关。 从事流

水线作业女工职业紧张水平高于非流水线女工， 流水

线作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女工的主要作业方式， 人随

机器速度工作、 计件式量化生产和高重复、 高频率、
单一操作的作业特点， 容易导致人的适应能力下降，
从而产生紧张反应［１５，１７］。 目前岗位工龄 １ ～ ＜５ 年组

职业紧张水平最高， 该部分女工已初步掌握目前岗位

技能， 正是自我价值实现阶段， 但当实际工作无法达

到个人预期目标时， 增加了职业紧张的可能性［１８］ 。
周均工作时间越长者职业紧张水平越高， 女工除日

常工作外， 还要承担生育和抚养等家庭责任， 周均

工作时间超过法定工作时间， 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

女工的家庭生活， 从而增加职业紧张水平， 这与其

他行业的研究结果相似［１９，２０］ 。 轮班工作者职业紧张

水平高于非轮班工作者， 轮班工作会打乱人体的生

物节律， 作息时间的不规律会加重女工的职业紧张

程度［２１，２２］ 。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 女工职业倦怠得分与职业紧

张的付出、 内在投入维度以及抑郁症状得分均呈正相

关 （Ｐ＜０􀆰 ０５）； 女工抑郁症状得分与职业紧张的付

出、 内在投入维度得分均呈正相关 （Ｐ＜０􀆰 ０１）， 与职

业紧张的回报维度得分呈负相关 （Ｐ＜０􀆰 ０１）， 符合中

介效应检验的基本条件。 本研究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探

讨 ３ 个变量关系的结果显示， 职业紧张对女工抑郁症

状有明显的预测作用。 谷桂珍［２３］、 吴辉等［６］ 研究发

现， 内在付出是抑郁症状发生的危险因素， 回报是其

保护因素， 可见女工的职业紧张状况若得不到改善，
长此以往可能导致抑郁症状的产生。 职业倦怠在职业

紧张与抑郁症状的关系中具有某些中介作用， 即女工

职业紧张在影响抑郁症状的同时， 还可通过职业倦怠

影响其抑郁症状， 说明企业在提高女工心理健康水平

的过程中， 除了采取职业紧张干预， 即合理设置工作

要求、 增加工间休息时间、 健全考核评价体系和激励

制度， 增强女工的职业成就感， 平衡其家庭和工作的

关系外， 还可通过举办心理健康培训、 趣味心理展览

等心理健康促进活动， 提高其自我调节情绪的能力和

应对技能， 降低职业倦怠水平， 从而减少抑郁症状的

发生， 提高女工的职业生命质量［２４⁃２７］。
本研究丰富了劳动密集型企业女工职业紧张与职

业倦怠、 抑郁症状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 但由于研究

对象均来自于同一个省 （市） 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可能存在地域效应， 后续拟面向不同省市及不同行业

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展随机抽样， 以增强样本的代表

性； 同时在问卷的人口学特征设置中， 纳入职业病危

害因素接触情况、 个人生活习惯等其他可能影响职业

紧张、 职业倦怠和抑郁症状程度的变量。

（致谢： 本文得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

所、 佛山市职业病防治所和佛山市三水区疾病防治所的大力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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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不同级别医院放射诊断学工作人员个人剂量比较

医院类别　 　 监测人数
年有效剂量分布 （ｍＳｖ）

≤５ ６～２０

集体有效剂量

（人·ｍＳｖ）

人均年有效剂量

［Ｍ（Ｐ２５，Ｐ７５）］（ｍＳｖ ／ 年）
Ｈ 值 Ｐ 值

综合性三甲医院 ２４２ ２４２ ０ ９７􀆰 ５２ ０􀆰 ２６ （０􀆰 １８， ０􀆰 ４３）
二级医院 １６３ １６２ １ ８８􀆰 ８１ ０􀆰 ４０ （０􀆰 ２１， ０􀆰 ７３）
一级医院 ８１ ８１ ０ ３９􀆰 ３５ ０􀆰 ４３ （０􀆰 ２８， ０􀆰 ７１） ２３􀆰 ６９８ ０􀆰 ０００
合计 ４８６ ４８５ １ ２２５􀆰 ６８ ０􀆰 ３２ （０􀆰 ２０， ０􀆰 ５９）

放射学人员年有效剂量最高， 核医学人员次之， 这与

国内相关研究结果［２－５］一致。 其主要原因是这两类放

射工作人员工作性质较为特殊， 无法远距离和隔室操

作， 导致其受照剂量较高。
不同级别医院诊断学放射工作人员人均年有效剂

量， 综合性三甲医院＜二级医院＜一级医院， 与相关

报道［６，７］一致。 一级医院工作量较小， 其辐射防护投

入较少、 防护设施不完善、 放射工作人员个人防护意

识较低、 人员流动性较大、 医院辐射防护管理不规范

等多种原因导致其人员受照剂量相对较高； 二级医院

相较于综合性三甲医院， 其防护设施相对薄弱， 辐射

防护管理也相对落后。
本次监测结果还显示， ２０１８ 年十堰市放射工作

人员整体受照水平较低， 远低于国家标准限值。 应

与个人剂量监测依存性差， 不规范监测； 人员辐射

防护意识薄弱， 对监测重要性认识不足； 个人剂量

计佩戴不规范等有关。 相关部门及单位应加强放射

工作人员培训， 提高防护意识； 加强放射卫生法

律、 法规、 标准和规范的宣传， 规范监测； 重视职

业危害放射防护预评价和控制效果评价， 对于预控

评价发现的问题， 必须严格落实， 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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